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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外部
效应

杨孟禹　张可云
（中国人民大学 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　通过扩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包括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及外部效应的面板计量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采
用中国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２８１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数据，基于ＧＭＭ方法与拟极大似然法，测算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升级
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效应。结果显示：从城市内部看，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为负；从空间
上看，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效应为正，空间溢出却为负，具有虹吸特征；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均为负，水波效
应明显；从区际看，三大城市群连绵带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升级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都存在差异，其中长江流域城
市群基础建设的要素虹吸效应最明显，产业结构升级负效应较小，新常态下可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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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十年来，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依赖于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与基
础设施的投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积极的产业政策，加速了要
素流动，加强了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２０１３）》显示，中国前１００位城市人口数仅
占全国的１７．５７％，却贡献了５２．５２％的ＧＤＰ，城乡发展不平衡。新
常态下的经济增速换挡回落时期，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要素投入
和能耗污染较少的服务业脱颖而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中
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指出，当前阶段必须“按照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顺应发展规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镇化”，随着城镇化提速和产业转移，区域空
间结构将不断优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经济发展
空间格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
战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现实中，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城
市间要素流动日益频繁，城市间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从长期上看，任何
城市内部看似独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都会对周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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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空间格局冲击。此外，经济发展过程中，
地方政府往往局限于“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
式，直接导致了基础设施供给的空间失配和产
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失调，造成投资结构扭曲，
甚至区域发展失衡。由此可见，实现经济发展
的空间格局优化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本文
将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服务化出发，深
入剖析二者对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的影响机

理，并尝试探讨二者的空间效应是否存在城市
差异性，这有利于新常态下“高投资、强刺激”
向创新驱动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变，有助于优化
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
镇化。

二、文献综述

　　空间决定着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优势，尤其是
空间邻近所产生的经济性（Ｃａｐｅｌｌｏ，２００７），城市
发展不仅与自身特征有关，而且受到与其邻近经
济体的影响。第一，空间溢出的产生机理方面，
马歇尔（１８９０）认为外部经济发生原因是不同企
业间的劳动力流动、知识（技术、经验）溢出以及
中间投入品生产商集聚带来的成本降低等，这种
效应仅存在于本地区（Ｆｕｊｉｔａ和 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０２），
对此庇古（１９２０）提出用征税或补贴的方式来对
外部性进行干预。马歇尔外部性理论并未对外
部性的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剖析，新经济地理学弥
补了这一不足，认为经济关联和遵循学习曲线的
知识溢出都能产生市场接近效应、生产成本效应
与市场拥挤效应，在三种力量作用下，区域政策
的附带效应、门槛效应以及产业转移、经济开放
度对政策效果产生影响（安虎森，２００９）。第二，
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方面，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对
私人资本存在溢出效应（Ｂａｒｒｏ，１９９０）、生产率效
应（Ｂｒｏｎｚｉｎｉ和 Ｐｉｓｅｌｌｉ，２００９）、经济增长效应
（Ｃｏｈｅｎ和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０４）。第三，产业结构调
整方面，Ｃｈｅｎｅｒｙ等（１９８６）认为产业结构转变是
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经济增长动
力问题研究更应建立在一国特定经济环境和经

济结构的基础上（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２００４），产业结构调整

表现为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罗斯
托，１９６２）。梳理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基础设施溢
出效应方面，刘生龙、胡鞍钢（２０１０）、张学良
（２０１２）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对经
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溢出效应；张浩然与衣保中
（２０１２）也认为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
进作用；张光南与宋冉（２０１３）研究表明基础设施
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导致其网络效应降低。产业
结构调整方面，周振华（１９９１）认为提高产业结构
的聚合质量是调整不合理产业结构的核心问题，
而提高聚合质量的问题最终归结于结构平衡度

的提升；实际上，地区生产率差异的缩小不仅取
决于地区间要素流动壁垒的消除，而且更重要
的取决于落后地区实现以制造业占主导地位

的产业服务化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以
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发展的两个车轮

带动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陶秋燕、汪昕宇
（２０１３）以北京为例研究发现，虽然其吸纳劳动
力能力有限，但第三产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的协调性是最好的，显然第三产业更有利于要
素配置。
国内外学术界对基础设施的外部性研究经

历了从传统经济学假设到新经济地理学的演变，
方法上从传统的计量学到空间计量学技术的运

用，特别是有关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为本文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但国内现有对
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省
域数据对东中西区域的比较，鲜有涉及经济空间
格局的深层问题，本文拟从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着手，测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升级的本地
效应与空间效应；另外，拟采用ＳＤＭ 模型，该模
型是ＳＥＭ、ＳＡＲ模型的一般形式，优点在于能
对直接效应、间接效应进行估计，空间关系在空
间计量模型中有重要作用，但国内现有研究常忽
视了这一点，仅通过测算空间相关系数的方法说
明空间效应，未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本文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２８１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
据，建立面板模型和ＳＤＭ 模型，研究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结构升级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效应，针
对当前经济形势，提出对策。

经济问题研究｜ＪＩＮＧ　ＪＩ　ＷＥＮ　ＴＩ　ＹＡＮ　ＪＩＵ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总第３０２期
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５　　　　

三、计量模型

　　（一）基本模型构建
由于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经济

增长，还可以产生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在效率
函数Ａ上添加表示产业结构的变量Ｓｔｕ，与刘金
龙、胡鞍钢（２０１０）的方法类似，构建以下生产函数

Ｙ＝Ａ（Ｆｒａ，Ｓｔｕ）Ｆ（Ｋ，Ｌ，Ｆｒａ） （１）
其中，Ｙ 为总产出，Ｆｒａ为基础设施存量，

Ｓｔｕ为产业结构，Ｋ、Ｌ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可
以看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方面体现
在Ｆ（·）中，另一方面体现在Ａ（·），Ａ 是一个
满足希克斯中性的效率函数。参考 Ｈｕｌｔｅｎ等
（２００６）的方法，式（１）可写为

Ｙ＝ＡｅλＳｔｕαＦｒａβＦ（Ｋ，Ｌ，Ｆｒａ） （２）
其中，λ为外生的生产率变迁，α、β为基础设

施与产业结构的影响弹性，取对数并加入控制变
量Ｃｏｎｔｒｏｌ后可得

ｌｎＴＦＰ＝ｌｎＡ０＋λ＋αＳｔｕ＋βＦｒａ＋＋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

（二）计量模型构建
托达罗（１９６９）经典研究表明，只要存在相对

收入高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就会对收入较
低、就业不足的劳动力产生持续的拉力，迁移成
本和预期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对于中
国人口迁移问题，Ｂｏｓｋｅｒ（２０１４）认为取决于流入
区域的相对工资与城市公共福利，在不考虑收入
分配差异时，城市生产率与人均工资呈正比，可

以把工资看作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用，事实上，由
于户籍的藩篱，除了生产率外，农村人口在向城
市迁移时很少考虑深层的社会福利（如生育、养
老及最低生活保障等等），而是重点考虑交通基
础设施与通信基础设施条件。Ｂｏｓｋｅｒ（２０１４）用
中国城市数据对上述各参数值进行了估计发现

结果为正，人口集聚取决于区域相对生产率、相
对城市公共福利。上述结论可推广到资本流动
的机理解释上，资本要素同样倾向于向高生产
率、基础设施发达的地区聚集。
中国城市发展除了依靠大量的基础设施投

资外，固定资产投资在城市经济增长中对就业吸
纳作用显著。特别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
市转移和城市间的人口流动，房地产业、制造业
迅速崛起，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经济的迅速增长
和快速发展，房地产业、制造业主要与服务供给
型产业相关联，如：金融保险业、个人服务业及中
间产品生产业等，均广泛包含第一、第二、第三产
业；其中资本、原材料消耗型和物质加工型产业
偏多（王国军、刘水杏，２００４），基础设施密度的增
加不但加速了要素流动，提高了经济效率，而且
对资本流动也具有拉动作用，要素流动性越强，
城市发展的空间效应越大。根据地理学第一定
律，地理事物或属性在空间分布上互为相关的，
城市间要素流动及企业之间的前后关联是基础

设施建设与产业服务化具有空间效应的经济原

因。对于区域ｉ的生产，将来自区域外部的影响
用这些区域与区域的邻近关系Ｗ 进行地理加
权，带入式（２）取对数得

ｌｎＴＦＰ＝αｗｙ＋βＦｒａ＋λＳｔｕ＋γＷＦｒａ＋υＷＳｔｕ＋Ｃｏｎｔｒｏｌ＋ε
ｌｎＴＦＰ＝（Ｉｎ－τＷ）－１（ζｌｎ＋βＦｒａ＋λＳｔｕ＋γＷＦｒａ＋υＷＳｔｕ＋Ｃｏｎｔｒｏｌ＋ε） （４）

ε～Ｎ（０，σ２Ｉｎ）

　　空间效应包括了区域间从ｊ到ｉ，再从ｉ到ｊ
的反馈路径，其中Ｉｎβ为空间作用中变量对本区
域的作用，称为直接效应，Ｗθγ 为对其他区域的
空间溢出，称为间接效应。

Ｓｒ（Ｗ）＝（Ｉｎ－τＷ）－１（Ｉｎβγ＋Ｗθγ） （５）

经推导得，直接效应＝ｎ－１ｔｒ［Ｓｒ（Ｗ）］，总效
应＝ｎ－１ｌ′ｎＳｒ（Ｗ）ｉｎ，间接效应＝总效应－直接
效应，Ｗ 为表示空间邻接关系的矩阵。ｎ为区域
个数，ｒ表示第ｒ解释变量。由于空间溢出效应
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衰减，为避免空间权重设
定的主观性，选用相对外生的地理距离（ｄ）的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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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作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由于地球是曲的，如

果直接用欧氏距离公式，容易导致误差，因此用

地球大圆距离测度两个城市间的距离ｄ，计算方
法为

Ｒ×ａｒｃｃｏｓθ（ｓｉｎＰＡｓｉｎρＢ＋ｃｏｓρＡｃｏｓρＢｃｏｓ（σＢ－σＡ）） （６）

　　其中，Ｒ为地球大圆半径，Ｐ和σ分别为两

个城市的经度和纬度。

四、变量、数据与计量分析

　　（一）变量

核心变量：（１）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用城

市经济增长（ＧＤＰ）与实物投资存量（Ｋ）、劳动

力存量（Ｌ）的增长率差来估算各城市全要素生

产率。其中经济增长用各城市的实际ＧＤＰ来

衡量，社会投资Ｋ 参考了张军（２００３，２００４）的

方法，劳动力存量用各年城市就业人数来衡

量。（２）交通设施（Ｔｒａ），为了使各城市交通基

础设施的 存 量 具 有 可 比 性，根 据 Ｄｅｍｕｒｇｅｒ
（２００１）及国内学者的一般做法，采用人均道路

面积来衡量城市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分配，反映

了城市公共福利对新迁入人口的吸引力。（３）

信息设施（Ｉｎｆ），信息基础设施较为宽泛，已有

研究包括电话普及率（Ｆａｎ和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４）、邮

电业务总量（刘生龙、胡鞍钢，２０１０）或交通运

输部门物质资本存量（张学良，２０１２），为了反

映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信息化”的融合作用，以

每万人互联网户数来衡量信息基础设施存量。

（４）产业结构升级（Ｓｔｕ），有的文献采用了

ＴＳＴＲ指数与ＥｘｃＣｈｕｒｎ指数结合的方式衡量

产业结构变动（张浩然，２０１１；余斌斌、金刚，

２０１４），该指数的隐含假设是产业结构的变动

必引起就业人数的变动，从而用就业结构变动

来反应产业结构变动，这显然是一种长期的静

态视角；我们更倾向于采用干春晖等人（２０１１）

的观点，即认为从动态来看，产业结构变动具

有两个维度，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当

前，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的首先是产业结构升

级，而“经济服务化”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事实是

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要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

（吴敬琏，２００８），为此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

二产业产值之比（Ｓｔｕ）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度

量指标。

控制变量：模型中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包含以下变

量：（１）人力资本（Ｅｄｕ）：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

的影响早已形成共识，由于数据约束，借鉴陆铭、

向宽虎（２０１２）的做法，本文用每万人普通高等学

校在校学生人数作为代理变量；（２）外商直接投

资（Ｆｄｉ）：开放度越高，由国外先进技术带来的

溢出效应越强，以实际利用ＦＤＩ／固定资产投资

来衡量；（３）经济密度（Ｄｅｎ）：Ｃｉｃｃｏｎｅ和 Ｈａｌｌ
（１９９６）认为知识溢出更容易发生在人口密集的

区域，用每平方公里年末总人口数来表示；（４）财

政支出（Ｇｏｖ）：政府对教育、公共福利的投资，促

进经济效率提高，反之则很可能造成经济

无效率。

（二）数据

数据来源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２００３－２０１２连续十年的城市数据，行政

区划以２００３年底为主，期间区划有变动的剔除，

共２８１个地级市，合２２　４８０个数据。经纬度数

据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所有变量描述

统计如表１所示。

经济问题研究｜ＪＩＮＧ　ＪＩ　ＷＥＮ　ＴＩ　ＹＡＮ　Ｊ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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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单位） 符号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全要素生产率（１） Ｔｆｐ　 ２　８１０　 ３．９２９　４　 ０．３５０　８　 ５．６７８　０　 ０．９６１　７

交通设施（平方米） Ｔｒａ　 ２　８１０　 ９．３０６　５　 ６．４９４　３　 ８５．２００　０　 ０．３１０　０

信息设施（户） Ｉｎｆ　 ２　８１０　 ９２９．１６８　９　 １　９１２．３３８　０　４４　２６６．８００　０　 ０．６０４　１

产业结构升级（１） Ｓｔｕ　 ２　８１０　 ０．８１３　９　 ０．５９０　４　 １９．２１３　８　 ０．１２８　６

人力资本（人） Ｅｄｕ　 ２　８１０　 １４０．７７７　４　 ２０３．６９２　５　 ３　２５２．３１０　０　 １．１１４　６

外商投资 （％） Ｆｄｉ　 ２　８１０　 ０．０４５　８　 ０．０５８　９　 ０．５９２　５　 ０

人口密度（人） Ｄｅｎ　 ２　８１０　 ４２２．０３８　７　 ３１９．１６５　６　 ２　６６１．５４０　０　 ４．７００　０

财政支出（％） Ｇｏｖ　 ２　８１０　 ０．０８２　１　 ０．０３７　５　 ０．５２０　６　 ０．００３　２

　　模型估计之前，可能遇到的问题包括：测量

误差、内生性与遗漏变量等问题。首先是测量误

差，在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选取上，通常选用其

投资量，实际上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是最优的代理

变量，因为私人投资也可以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如中国典型的“道路收费”制度（刘生龙、胡鞍钢，

２０１０），为此本文用实物指标来衡量，但显然这种

误差只能改善，难以完全避免，该指标只能反映

数量不能反映质量，在面板数据分析中用差分
（固定效应类的方法都具备此特点）可减小这种

误差。其次是内生性问题，内生性向来都是导致

模型偏误的主要因素，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有：工

具变量法、联立方程组模型、存量指标代替流量

指标，本文使用了工具变量法来进行参数估计，

包括一阶差分的 ＧＭＭ 估计和系统 ＧＭＭ 估

计。最后是遗漏变量问题，在研究中普遍缺乏制

度和气候因素等变量，有些很难在现实中获得观

测值，有的则是即使现实中可观测到，但数据却

难以获取。遗漏变量问题无法完全避免，但可以

通过增加一些控制变量将遗漏变量移到残差项

中，从而得到渐进无偏的估计结果。综上所述，

由于一阶差分ＧＭＭ 估计或系统ＧＭＭ 估计属

于固定效应类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差分的数据

处理过程可以解决测量误差问题，为此，本文采

用一阶差分的ＧＭＭ估计对模型进行估计。

（三）本地效应

根据式（３），如果假设空间单位间是相互独

立的，那么采用一阶差分 ＧＭＭ 法可以估计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效应，估

计结果见表２①，采用因变量的一阶滞后变量

ｌｎＴｆｐ（－１）作为一阶差分估计的工具变量，采

用ＡＲ（１）、ＡＲ（２）检验与 Ｈａｎｓｅｎ过度识别检验

的Ｐ 值来判定上述设定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ＡＲ（１）、ＡＲ（２）与 Ｈａｎｓｅｎ的检验值表明，我们

构建的工具变量参数估计模型是有效的。另外，

通过添加虚拟变量和去掉变量的方法，发现变量

Ｔｒａ、Ｉｎｆ与Ｓｔｕ的系数变动不大，估计结果较

稳健。结果显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

升级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本地效应不同，前者

为正，后者为负。

ＪＩＮＧ　ＪＩ　ＷＥＮ　ＴＩ　ＹＡＮ　ＪＩＵ｜经济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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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升级的本地效应

ｌｎＴｆｐ 系数

ｌｎＴｆｐ（－１） ０．０４１４＊＊（２．４２００）

ｌｎＴｒａ　 ０．０６６　９＊＊（２．２９０　０）

ｌｎＩｎｆ　 ０．１５５　５＊＊＊（４．９５０　０）

ｌｎＳｔｕ －０．０２０　７＊＊（－２．４９０　０）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２３　０＊＊＊（２．８２０　０）

ｌｎＦｄｉ　 ０．０１０　０＊＊＊（２．８００　０）

ｌｎＤｅｎ　 ０．０２８　１＊＊（２．４００　０）

ｌｎＧｏｖ　 ０．０４０　３＊＊＊（２．７７９　３）

Ｈａｎｓｅｎ　 ０．６２９　１

ＡＲ（１） ０．００２　０

ＡＲ（２） ０．１５２　８

注：括号内为Ｚ统计值，＊＊＊、＊＊与＊分别表示１％、５％
和１０％的显著水平，ＡＲ（１）、ＡＲ（２）与 Ｈａｎｓｅｎ分别表示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Ｒ（１）、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Ｒ（２）与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的Ｐ值，下表同。

上述结果与经济学直觉吻合，基础设施建设
对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与胡鞍钢和刘生龙（２０１０）
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导致中国城市生产率差异
的原因之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分布不均，基础设施
越完善的地区，生产率越高。产业结构升级对生
产率的影响为负，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城市产业
结构不合理，由于制度原因，很长时间以来中国
大陆劳动力被限制在农村，户籍制度松动以后，
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导致第二产业迅速扩
张，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可以发现，生产率

提高和基础设施完善的双重作用下，将引致更多
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形成区域一体化的空间
格局；产业结构升级则相反，具有扩散人口的趋
势，但显然绝对值比前者小。２０１３年底中国城
镇化率已达到５３．７％①，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对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起了主要拉动作用，城市
生产性收入加速了人口集聚，为城市贡献了廉价
劳动力成本，城市制造业与金融机构迅速发展，
实现了资本和人口同向聚集。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正
值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户籍与城市基
础设施投资是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版图的两大政

策，户籍政策的松动加剧的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
施投资，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推动
作用。

（四）空间效应
由于上述估计假定城市是相互独立的，仅能

估计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本地效

应，但城市间的空间关联比城市内城乡关联更
强。一般认为空间溢出与距离有关，余泳泽、宣
烨、沈扬扬（２０１３）研究金融集聚时认为３００公里
是空间溢出的密集区域，徐政、陈钊、陆铭（２０１０）
也认为城市经济在３００公里表现为向心力趋势，
于斌斌、金刚（２０１４）认为空间溢出的门槛值则是

３０７公里。由于空间关联的空间距离衰减特征，
在同一距离下，不同城市的溢出效应是不同的。
空间相关性一般使用Ａｎｓｅｌｉｎ（１９８８）提出的Ｍｏ－
ｒａｎ＇ｓ　Ｉ指数法，该指数的定义为

　

Ｉ＝
ｎ∑

ｎ

ｉ＝１∑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ｉ－ｘ）（ｘｊ－ｘ）

∑
ｎ

ｉ＝１∑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ｉ－ｘ）２

＝
ｎ∑

ｎ

ｉ＝１∑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ｉ－ｘ）（ｘｊ－ｘ）

Ｓ２∑
ｎ

ｊ＝１∑
ｎ

ｊ＝１
ｗｉｊ

（７）

　　 其中，Ｓ２ ＝ １ｎ∑
ｎ

ｉ＝１

（ｘｉ－ｘ）２，ｘ＝ １ｎ∑
ｎ

ｉ＝１
ｘｉ，

检验 显 著 性 水 平 用 标 准 化 的 Ｚ 值，Ｚ ＝
Ｉ－Ｅ（Ｉ）
ＶＡＲ（Ｉ槡 ）

。Ｚ检验的原假设为Ｈ０：ｎ个区域单

元观测值之间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显著性水平
则由标准化Ｚ值的Ｐ值检验来确定，一般取α

＝０．１。ｘｉ表示空间单元的观测值，ｎ为空间单

元数，ｗｉｊ为空间权重矩阵，因此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１，１］，接近于０说明属性是随机分布的，不

存在相关性；大于０表示正相关，接近１说明具

有相似的属性聚集在一起。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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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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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能对城市生产率分布属性进行分析，从而判
断城市生产率空间关系属性。基于 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的显著性，计算了使研究年份中所有城市
至少有一个“邻近”单位的门槛距为３２８．６８公
里，如果小于该距离，所有的城市发展是不相
关的。选取跨度为１５０公里的范围作为距离
带宽依次计算 Ｍｏｒａｎ’Ｉ指数及其统计检验（如

表３），结果显示：在一定距离范围内随着距离
增加，城市生产率空间相关性逐渐衰减，且空
间相关性系数变小；当距离为１　０２８公里时，除

２００３与２０１２年外空间相关指数为正，超过该
值为负。由于基础设施条件、产业政策差异等
原因，Ｍｏｒａｎ’Ｉ指数并不相同，但衰减趋势贯穿
于每年，符合空间规律。

表３　中国城市生产率空间自相关Ｍｏｒａｎ’Ｉ指数及其统计检验①

年份 距离／ｋｍ　 ０－３２８　 ３２８－４７８　 ３２８－６２８　 ３２８－７２８　 ３２８－８７８　 ３２８－１０２８　 ３２８－１１７８

２００３　Ｍｏｒａｎ’Ｉ
０．０５４　４＊＊＊

（３．６６２１）
０．０１３　２＊＊

（２．４４７　８）
０．００８　５
（１．１７３　９）

０．００８　４
（０．９０２　９）

０．００５　４
（０．８８０　４）

０．００２　０
（０．７０２　４）

－０．００３　２
（－０．１６０２）

２００５　Ｍｏｒａｎ’Ｉ
０．０２６　３＊＊

（２．２６９　０）
０．０１１　４＊

（１．９６７　９）
０．０１０　９＊

（１．９８５　２）
０．０１０　１＊＊

（２．１５３　６）
０．０１０　１＊
（２．０６７　９）

０．００５　４
（１．２３８　５）

－０．００４　９
（－０．６８３　８）

２００７　Ｍｏｒａｎ’Ｉ
０．２３８　０＊＊＊

（１０．７８０　４）
０．１３４　０＊＊＊

（９．７６４　０）
０．１１７　４＊＊＊

（９．６６０　５）
０．０９３　０＊＊＊

（８．４０９　７）
０．０９３　０＊＊＊

（８．１３６　１）
０．０６６　９＊＊＊

（７．４１１　２）
－０．００４　９
（－０．４１６　６）

２００９　Ｍｏｒａｎ’Ｉ
０．０４５　６＊＊

（２．３４７　１）
０．０１６　６
（１．６９８　２）

０．０１３　４
（１．３３８　１）

０．０１０　３
（１．２５２　４）

０．０１０　３
（１．３４１　３）

０．０２２　０
（１．４７１　９）

－０．００１　２
（－０．８６１　８）

２０１１　Ｍｏｒａｎ’Ｉ
０．１８３　３＊＊＊

（８．４４７　６）
０．０９９　１＊＊＊

（７．６５９　６）
０．０８０　１＊＊＊

（７．１９３　６）
０．０５８　８＊＊＊

（５．７８８　１）
０．０５８　８＊＊＊

（５．３６６　０）
０．０４８　２＊＊＊

（５．１５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１．０５１　６）

２０１２　Ｍｏｒａｎ’Ｉ
０．１０１　１＊＊

（２．３５０　５）
０．０８０　３＊＊

（２．３１０　９）
－０．００１　７
（－１．１１６　２）

－０．００１　３
（－０．８２７　１）

－０．００１　３
（－０．６１９　０）

－０．００３　５
（－０．０３７　６）

０．００３　０
（２．１３６　４）

　　从相互误设的角度，如果真实的数据存在四
种（ＳＥＭ、ＳＡＲ、ＳＡＣ、ＳＤＭ）可能的数据生成过
程，那么ＳＤＭ 模型是唯一得到无偏系数估计的
模型（Ｌｅｓａｇｅ和Ｐａｃｅ，２００９），这正是上文将模型
的具体形式写为ＳＤＭ 模型的原因。当然更严
谨的需要用拉格朗日乘数及其稳健性来检验，如
果ＬＭｌａｇ比ＬＭｅｒｒ 显著，Ｒ－ＬＭｌａｇ 显著而Ｒ－
ＬＭｅｒｒ不显著，则选ＳＡＲ模型，反之选ＳＥＭ 模
型（Ａｎｓｅｌｉｎ，１９９５）；由于ＳＤＭ 兼具上述两个模
型的性质，如果检验无法直接选出模型，一般结
合Ｗａｌｄ检验，选择ＳＤＭ 模型。豪斯曼检验Ｚ
为１３９．７７０　０（Ｐ＝０．００００）拒绝原假设是随机
效应，选固定效应；ＬＲ估计的３．５２４（Ｐ＝０．７５９

６），地区固定效应模型；经检验，ＬＭｌａｇ的Ｐ 值
为０．００００，Ｒ－ＬＭｌａｇ 的Ｐ 值为０．００７　２，ＬＭ
Ｅｒｒｏｒ的Ｐ 值为０．００００，Ｒ－ＬＭ　Ｅｒｒｏｒ的Ｐ 值
为０．００８　０，结合Ｗａｌｄ 检验（拒绝“可化为空间
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假设），采用ＳＤＭ 模
型。Ｍｏｒａｎ’Ｉ指数说明城市生产率具有很强的
空间相关性，此时如果继续用传统的ＯＬＳ回归，
将会得出有偏或者无效的结果，根据Ｌｅｓａｇｅ和

Ｐａｃｅ（２００９）的研究成果及编写的 Ｍａｔｌａｂ代码，
并结合Ａｒｃｇｉｓ的软件，我们用拟极大似然法对
（４）进行估计。空间杜宾模型中，各变量关系代
表了城市观察值间复杂的依赖关系，参数估计值
包含着这些关系，在空间作用里，与该城市有关

ＪＩＮＧ　ＪＩ　ＷＥＮ　ＴＩ　ＹＡＮ　ＪＩＵ｜经济问题研究

① 由于２００４、２００６、２００８与２０１０年于相关年份比较接近，故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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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量改变不但会对该地区有反馈作用（直接效
应），也会潜在的对所有其他与它有关（Ｗ 决定）
的城市有空间溢出（间接效应）。

表４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ｌｎＴｒａ
０．２４０１＊＊＊

（２．８３０　０）
－０．０２０　４＊＊

（－２．７１０　０）

ｌｎＩｎｆ
０．３５２　８＊＊＊

（１１．０４０　０）
－０．０１１　５＊＊

（－２．６７０　０）

ｌｎＳｔｕ
－０．０８３　３＊＊＊

（－２．８１０　０）
－０．０３１　６＊＊

（－２．５２０　０）

ｌｎＥｄｕ
０．１７９　７＊＊＊

（４．３２０　０）
０．００７　２
（０．１６０　０）

ｌｎＦｄｉ
０．０５２　３＊＊

（２．５１０　０）
－０．０５２　１＊＊

（－２．５１０　０）

ｌｎＤｅｎ
０．７７８　０
（１．６００　０）

０．０７８　３
（１．６００　０）

ｌｎＧｏｖ
０．３２５　１＊＊＊

（５．３２０　０）
０．０２５　１＊＊＊

（５．３２０　０）

Ｒ２＝０．４２５　７，Ｌｏｇ－ｌ＝－１８２．８７２　６

从表４可看出，基础设施建设在空间作用

中，对本地区具有正效应，但对邻近地区却为负，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本地区生产率，对周边
地区的生产率却有负作用，虹吸特征明显；这很
好地解释了中国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间产能过剩问
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虹吸效应促使城市
间竞相投资，由高投资带来高经济回报———就业
的促进效应，加速了人口集聚；高生产率、高投资
同样对人口具有吸纳作用，双重效应下，大量人
口向城市集聚，城市不得不通过发展第二产业、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来缓解。产业结构升级无论
对城市自身还是邻近地区都具为负，具有水波效
应；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低，是中
国城市在样本期内普遍面临的问题，由于过去城
市经济对第二产业过于依赖，产业结构升级必须
打破已形成的前后向关系。以发展第三产业促
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平衡

区域空间格局的关键，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本身
及周边城市的生产率影响为负。
以上估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升级的空

间溢出效应，显然忽视了中国发展的空间不平衡
特征。参考方创琳（２０１１）研究，本文将中国城市
群的空间格局分为以下三类：黄河流域城市群连
绵带、长江流域城市群连绵带和东部沿海城市
群连绵带，见表５。

表５　三大城市群连绵带包括的城市群和发育程度评价①

三大连绵带 包含的城市群 评价

东部沿海城市群连绵带
哈大长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

海峡西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南北钦防城市群
发达

黄河流域城市群连绵带
兰白西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晋中城市群、银川平原城市群、酒嘉玉城市群、呼包鄂

城市群
欠发达

长江流域城市群连绵带
成渝城市群、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城市

群、中原城市群、江淮城市群
较发达

　　与已经有文献分为东、中、西三分法不同，以
上述城市群分类为依据，主要按此规则对２８１个
城市对应分为上述三类，由于三个城市群连绵带

的发育程度、城市空间稳定程度不一样（方创琳，

２０１１），通过计量分析，我们拟研究基础设施建设
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在这三个城市连绵

经济问题研究｜ＪＩＮＧ　ＪＩ　ＷＥＮ　ＴＩ　ＹＡＮ　ＪＩＵ

① 根据方创琳（２０１１）年的研究整理：方创琳，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的新格局及新趋向［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１，（９）：１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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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中的作用方向。
从表６回归结果来看，黄河流域城市群连绵

带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效应最大，东部沿海
最小；长江流域城市群连绵带的间接效应为负且
最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虹吸效应显著；东部
沿海城市群连绵带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为正，一
体化发展特征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相对而言东
部沿海城市群发育成熟，基础设施建设已逐渐饱
和，产业结构更趋合理，一体化效应显著，对新迁
人口吸引力虽然很高，但已稳定。总体上长江流
域城市群发育不如东部城市群（方创琳，２０１１），
潜力更大，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城市群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会降低邻近地区的生产率水平，表明对
要素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降低周边区域的生产
率，形成虹吸效应；且长江流域城市比黄河流域

城市强，长江流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容易形成
要素规模效应。此外，三大城市群连绵带产业结
构升级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东部沿海城市群由
于产业结构较为合理，负效应最小；从间接效应
上看，三个城市群都为负效应，都存在水波效应，
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最为明显，这可能与长三角
城市群经济、要素及产业关联度有关。综合产业
结构升级与基础设施直接、间接效应来看，可以
发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升级对三大连绵
带生产率的影响各不相同，长江流域城市群在产
业结构升级方面不宜力度太大，但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可以适当加强；黄河流域城市群则应注重完
善基础设施，以产业促进城市发育；东部地区则
应注重发展质量，提高发展效率和空间辐射能
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

表６　三大城市群连绵带的城市政策空间效应比较

变量
黄河流域城市群 长江流域城市群 东部沿海城市群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ｌｎＴｒａ
０．４７４　６＊＊

（２．５５６　２）
－０．１６９　９＊

（－１．９５７　４）
０．４８３　１＊＊

（２．５３６　９）
－０．２９３　６＊＊

（－２．７５４　２）
０．３７４　８＊＊＊

（３．８４５　２）
０．０４３　０＊＊＊

（４．４２６　５）

ｌｎＩｎｆ
０．０７３　５＊＊

（２．１２５　９）
－０．０１３　０＊＊

（－２．３６５　９）
０．０７７　４＊＊＊

（３．１５２　６）
－０．００２　５９＊＊＊

（－４．２６５　９）
０．１９０　０＊＊＊

（３．９５２　８）
０．００４５＊＊

（２．７６５　４）

ｌｎＳｔｕ
－０．２８２　２＊

（－２．１６２　５）
－０．０７５　４＊＊

（－２．９３２　０）
－０．２４３４＊＊

（－２．４５２　８）
－０．０４４　０＊＊

（－２．９７５　９）
－０．１７３　８＊＊＊

（－４．５８６　２）
－０．０２８　５＊＊＊

（－６．５１２　３）

ｌｎＥｄｕ
０．３２０　６
（１．６５２　３）

０．００９　１＊＊

（２．５８９　６）
０．４６１　２
（１．２３８）

０．００６　２＊＊

（２．８７９）
０．３７５　２
（１．９６３　１）

０．０１５４＊＊

（２．６９８　２）

ｌｎＦｄｉ
０．１７２　５
（１．４２５　６）

－０．０６８　１＊

（－２．６３２　５）
０．２８１　０＊

（１．９２５　５）
－０．０８５　４
（－３．５９６　３）

０．４５２　７
（０．８６３　２）

０．０１２　７＊＊＊

（３．１２５　３）

ｌｎＤｅｎ
０．５２５　２
（１．５２３　７）

０．０２３　８
（１．７８６　２）

０．６５２　８＊

（２．０３６）
０．０３５　９＊＊

（２．６３２　５）
０．７８６９＊＊＊

（３．６８５　７）
０．０４６　９＊

（２．０３６　２）

ｌｎＧｏｖ
０．２５１　８＊

（２．２４２　８）
０．０３２　４
（１．３８５　７）

０．３８５　９＊＊

（２．３６２　３）
０．０５４　３
（１．６９０　３）

０．５３２　４＊＊

（２．７５６　３）
０．０４７　５
（１．９７０　８）

Ｒ２＝０．３１２　５

Ｌｏｇ－ｌ＝－１４２．２６３　５

Ｒ２＝０．２８１　９

Ｌｏｇ－ｌ＝－１５４．３９６　２

Ｒ２＝０．２７３　４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１４９．２８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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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中国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２８１个地级及以上
的城市数据，采用一阶差分的 ＧＭＭ 方法对动
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测算了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结构升级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果
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内生产率溢出效应为
正，产业结构升级的则为负；过去十年基础设施
建设在区域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考虑到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采用
拟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了ＳＤＭ 模型，并测算了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在空间相互作用中，基础
设施建设对本地区具有正效应，但对邻近地区却
为负，具有虹吸特征；产业结构升级无论对本地
区还是邻近地区都具有负效应，很可能会引起区
域水波效应，经济阵痛在所难免。长江流域城市
群对要素虹吸效应也很明显，产业结构升级阵痛
比东部沿海城市小，该城市群在以产业结构升
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要素集聚、形成要素规模
驱动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等作用方面，还
有较大潜力。
基于此，新常态下优化经济空间格局可做如

下考虑：（１）产业结构升级势必引起城市经济阵
痛，调整力度要适度把握，否则会引起区域经济
萧条；除东部沿海城市群外，基础设施建设的虹
吸效应都比较明显，但应适度投资，２０１４年５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２）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

格局，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还是基础设施建设，
都应遵循经济空间发展规律，发挥市场的主导作
用，谨防地方政府大投资、大刺激（如房地产政策
与金融政策）与大污染的“闲不住的手”过度干
预，打破空间常态，催生经济社会问题。（３）黄河
流域城市群更适合“强基础设施投资、弱产业结
构升级”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聚集人口、资本
要素，形成要素规模效应，用以抵消产业结构升
级的负效应；东部沿海城市群则更适合“弱基础
设施投资，强产业结构升级”政策，东部沿海基础

设施相对完善，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已不适合大
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应坚持“核心－外围”发展思
路，将制造业逐步向外围扩展，加强产业结构升
级力度，促使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西迁”，有利于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长江流域城市群应
采取“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并进”
的政策，二者共同作用的政策效应最大，有望形
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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